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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随着中国第二次人口转变不断深入，居民婚前同居行为日益普遍。 基于中国家庭追
踪调查（ＣＦＰＳ）２０１０～２０２２ 年数据，借助 Ｃoｘ 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婚前同居对个体初婚稳定性的
作用机制，并对试婚假说、经历假说、选择假说及扩散假说在中国语境下的解释力进行检验。 研究发
现，有过婚前同居经历的人群，初婚的离婚风险显著更高，剔除自选择效应后，婚前同居对初婚稳定性
的消极影响仍然稳健；婚前同居的文化意涵和普及程度在不同人群中差别较大，在婚前同居作用于离
婚风险的过程中，出生队列和教育水平产生了显著的调节效应。 总结而言，在中国语境下，婚前同居
对初婚稳定性仍主要产生消极影响，但随着同居行为在更晚出生队列和高教育水平群体中逐渐扩散，
这一消极影响被显著削弱，证实了扩散假说的主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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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北欧和西欧国家在生育、婚姻和家庭方面表现出“第二次人口转

变”（Ｔｈｅ Ｓｅｃoｎｄ Ｄｅｍoｇｒａｐｈｉｃ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oｎ）的新特征，如生育水平低迷、伴侣关系形态多样化、家
庭结构稳定性下降，并产生了婚前同居、非婚生育等非传统生活安排（Ｖａｎ Ｄｅ Ｋａａ，１９８７）。 近

年来，我国也开始经历类似西方社会第二次人口转变的婚姻家庭变迁，出现非婚同居人数增

加、离婚率持续攀升、初婚年龄推迟、生育水平下降等现象（於嘉、谢宇，２０１９）。 其中，同居行

为的转变尤为明显：依托计划生育政策在全国范围内的有效实施，多种避孕方法及工具得到

大规模普及，为婚前性行为与同居提供了保障，同居的去罪化和流氓罪的废除亦提高了整个

社会对同居行为的接受度，使其获得了主流规范的认可。 相关研究发现，从 ６０ 后及之前的出

生队列到 ８０ 后出生队列，有同居行为的个体占比从 ５％迅速提升至 ２５％以上（於嘉、谢宇，
２０１７）。 与同居占比同步攀升的是我国的粗离婚率，其从 １９８５ 年的 ０．４４‰上升至 ２０２２ 年的

２．０４‰①，但相较西方国家仍处低位。
在这一变迁趋势下，针对我国同居、婚姻及二者关系的讨论，仍有理论和经验层面的未竟

之处：
理论层面上，伴侣关系的形成与解除是第二次人口转变的重要表征之一②，而亚洲社会

的特殊性表现为同居和婚姻转变的滞后，即虽然同居行为和离婚行为逐渐增多，但在“文化约

束”③下，婚前同居是同居中的主要情况，多数非婚同居最终指向婚姻关系，且离婚率总体仍

处于较低水平（Ｌｅｓｔｈａｅｇｈｅ，２０２２）。 本研究旨在回应这一理论迷思：亚洲社会的同居和婚姻转

变均表现出特殊性，二者之间是否存在联系？ 尤其是婚前同居作为婚姻的预备阶段，对婚姻

稳定性的作用机制如何？ 同时，由于我国相继经历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从计

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两次巨大转型，在婚前同居作用于婚姻稳定性的过程中，是否存

在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所提出的“文化约束”，以及这一“文化约束”是否因我国转型期的基

本特征而在不同群体间表现出某种异质性？
经验层面上，同居行为和离婚行为近乎一致地增多，使得国内学界开始关注婚前同居与

婚姻稳定性之间的关系，但现有研究的结论尚未统一。 有学者认为，婚前同居显著增加了我

国居民婚姻解体的风险（彭大松、陈友华，２０１６；梁同贵，２０１７）；也有研究发现，婚前同居对离

婚风险的作用是自选择的结果，其影响会随世代推移而减弱（刘玉萍等，２０１９；郭郡郡等，
２０１８）。 相较而言，国外学界有关婚前同居和婚姻稳定性关系的讨论更加成熟，已经基本形成

了试婚假说、经历假说、选择假说、扩散假说等竞争性假说。 为回应这一经验分歧，本研究在

回溯试婚假说、经历假说、选择假说、扩散假说的基础上，尝试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多期

①

②

③

粗离婚率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网，具体获取网址为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ｓｔａｔｓ．ｇoｖ．ｃｎ ／ ｅａｓｙｑｕｅｒｙ．ｈｔｍ？ｃｎ ＝
Ｃ０１＆ｚｂ＝Ａ０Ｐ０Ｃ＆ｓｊ ＝２０２２。
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认为，伴侣关系的形成与解除、生育率和家庭结构的变动是转变涉及的两个

主要方面（Ｌｅｓｔｈａｅｇｈｅ，２０２２）。
在亚洲的父权制社会中，主流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规范对同居和离婚行为形成了外部约束，受此影

响，婚姻制度具有高度稳定性，这与西方社会存在根本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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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对婚前同居与婚姻稳定性之间的关系展开重新检验。
基于理论和经验层面的关切，本研究希望回答这些问题：婚前同居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

是正向还是负向？ 这一影响是否受到同居者自选择效应的干预？ 在同居行为扩散的不同阶

段，即不同的“文化约束”下，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否相应发生明显变化？ 讨论婚前同居对婚姻

稳定性的作用机制，或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我国转型期的婚姻家庭特征，以及我国在第二次

人口转变进程中的基本定位。
２　 相关文献回顾与述评

有关婚前同居和婚姻稳定性关系的学理讨论，基本可以分为试婚假说、经历假说、选择假

说、扩散假说 ４ 种主要观点。
２．１　 试婚假说、经历假说、选择假说

试婚假说（Ｔｒｉａｌ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Ｈｙｐoｔｈｅｓｉｓ）强调信息是婚姻稳定性的关键影响因素，在婚姻搜

寻和匹配过程中，不完全的信息容易导致婚姻解体，而同居扮演了试婚期（Ｔｒｉａｌ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的
角色，通过发挥婚前的筛选功能，降低了伴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Ｓｖａｒｅｒ，２００４）。 在同居期

间，双方能够比分开居住更好地观察彼此的特性，也可以在不进行婚姻投资的前提下了解对

方，从而以更低成本获得更多信息，以此评估双方生活安排的协调性和未来的婚姻前景。 当

婚前同居的伴侣发现彼此般配程度较低或矛盾难以化解、不适合进入婚姻关系时，就会终止

这种同居行为（Ｋｌｉｊｚｉｎｇ，１９９２），而在这一阶段匹配状况较好的伴侣则更可能从同居走进婚

姻。 此外，同居也为伴侣双方改进婚姻前景提供了时间窗口，尚不具备结婚条件的个体可通

过同居进行“占位”，借助婚前的共同生活，促进相互之间的了解与磨合（Ｂｕｍｐａｓｓ 等，１９９１），
直到情况好转后再进入婚姻。 正是由于经过了筛选，有婚前同居经历的个体更了解自己与配

偶的匹配状态及质量，也习得了更多应对婚后矛盾与冲突的技巧，从而比没有同居经历的个

体拥有更高的婚姻质量和更强的婚姻稳定性（Ｋｕｌｕ 和 Ｂoｙｌｅ，２０１０）。
然而，大部分针对西方国家的实证研究结果与试婚假说的理论推演相反，发现婚前同居经

历会显著降低婚姻稳定性，且与婚姻满意度、配偶互动质量和家庭承诺负相关（Ｃoｈａｎ 和 Ｋｌｅｉｎ⁃
ｂａｕｍ，２００２）。 对此，经历假说（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Ｈｙｐoｔｈｅｓｉｓ）给出了新的解释。 该假说关注同居事件

本身的影响，认为同居作为一种个体化的生活选择，影响了人们认识婚姻和家庭生活的方式。
通过挑战婚姻神圣性的固有认知和婚姻不可解体的“神话”，同居解构了婚姻作为终身契约的

社会价值和文化意义，淡化了同居双方的道德性承诺和关系责任感（Ａｘｉｎｎ 和 Ｂａｒｂｅｒ，１９９７）。 支

持这一假说的相关研究指出，共同生活的经历可能会改变同居者对两性关系和婚姻制度的态度

与观念，使其更能接受并习惯于临时性的亲密关系，认为这是可以部分替代正式婚姻的生活安

排，也更能接受伴侣关系的终结（Ｄｕｓｈ 等，２００３）。 有过同居经历的个体即使最终走向婚姻，也
不致力于追求婚姻关系的制度化身份，当他们面临婚内矛盾时，更可能接受并选择离婚

（Ｂｅｒｒｉｎｇｔoｎ 和 Ｄｉａｍoｎｄ，１９９９）。 实证研究显示，伴侣在同居几个月后，对建立婚姻关系的热情大

幅下降，且结婚前同居时间越长的夫妻越可能离婚（Ｂｅｎｎｅｔｔ 等，１９８８；Ｔｈoｍｓoｎ 和 Ｃoｌｅｌｌａ，１９９２）。
相较而言，选择假说（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Ｈｙｐoｔｈｅｓｉｓ）更关注同居者而非同居经历。 该假说认为，

同居是一种自选择行为，与婚前未同居者相比，同居者本身具有某种群体特质，如非传统的婚

姻价值观、更高的承诺风险、自由的性道德和性观念、处理亲密关系的技能不足等（Ｓｍoｃ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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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 这些不利于婚姻稳定的特质不仅促使个体选择同居（Ｂooｔｈ 和 Ｊoｈｎｓoｎ，１９８８），还会导

致其对附着于婚姻关系上的联盟身份及其永久性缺乏认同感，在对婚姻不满意时会更倾向于

离婚（Ａｘｉｎｎ 和 Ｔｈoｒｎｔoｎ，１９９２），最终影响其婚姻稳定性。 部分研究在控制同居者和未同居者

的特定特征后，发现二者婚姻解体风险的差别大幅缩小（Ｈａｌｌ 和 Ｚｈａo，１９９５），甚至完全消失

（Ｄｅ Ｖａｕｓ 等，２００３；Ｌｉｌｌａｒｄ 等，１９９５）。
２．２　 扩散假说

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认为，人们婚育行为转变的速度会受到外部文化约束和道德规范的影

响（Ｌｅｓｔｈａｅｇｈｅ，２０２２）。 与此相似，在试婚假说、经历假说、选择假说之外，扩散假说（Ｄｉｆｆｕｓｉoｎ
Ｈｙｐoｔｈｅｓｉｓ）提出，同居的行为内涵可能会随着社会情境的变迁而发生转变（Ｍａｎｔｉｎｇ，１９９６），当同

居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文化意涵和普及程度不同时，其对婚姻稳定性的作用机制也会发生变化

（Ｌｉｅｆｂｒoｅｒ 和 Ｄoｕｒｌｅｉｊｎ，２００６；Ｍａｎｎｉｎｇ 和 Ｃoｈｅｎ，２０１２）。 在同居相对少见的环境中，婚前同居很

可能受制于某种社会期待和文化规范，在这种约束下，无论同居双方是否般配兼容，最终都将迫

于社会压力或因关系惯性而进入婚姻（Ｓｔａｎｌｅｙ 等，２００６），而能够违背或挑战主流价值观而选择

同居的个体，往往具有更强的反传统特质，这些与婚姻不稳定性相关的特质会进一步衍生出自

选择效应（Ｓｃｈoｅｎ，１９９２），此时婚前同居不仅难以发挥试婚作用，反而还会导致较低的婚姻满意

度和更高的离婚风险。 与之相对，当同居更加常见并被视为一种自由选择时，伴侣双方具有更

强的自主性，能够基于同居体验来判断是否进入婚姻关系，此时婚前同居的试婚功能日益凸显。
同时，同居行为的扩散使得同居者成为多元化群体，其与非同居者的各类特质逐渐趋近，自选择

效应也有所下降，即同居者不再共享高离婚风险的特质（Ｌｕ 等，２０１２）。
总结而言，扩散假说旨在归纳试婚假说、经历假说和选择假说，并尝试建立一个连贯框架来

理解两性亲密关系中的异质性，其关注在不同国家或社会背景下，婚前同居对婚姻稳定性的差

异化作用（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７），且强调二者之间的关系不是二元分类，而是取决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

文化体系。 基于扩散假说的实证研究表明，婚前同居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受到其文化意涵与普

及程度的调节。 在婚前同居不常见的情况下，其与离婚风险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而当婚前同

居更加流行和普遍时，其对离婚风险的影响大幅下降（Ｓｃｈoｅｎ，１９９２；Ｒｅｉｎｈoｌｄ，２０１０），二者可能

无关（Ｌｕ 等，２０１２），甚至婚前同居会降低婚姻破裂的风险（Ｈｅｗｉｔｔ 和 Ｄｅ Ｖａｕｓ，２００９）。
２．３　 国内相关研究述评

近年来，随着我国居民婚育行为发生深刻变迁，国内学界开始关注初婚初育年龄推迟、离
婚率上升、极低生育率等与西方国家第二次人口转变相似的现象。 但有关同居问题的实证研

究才刚刚起步，基本集中于在第二次人口转变框架下对同居的状况描述（於嘉、谢宇，２０１７、
２０１９）和影响因素分析（刘昊，２０１９；郝立、任远，２０２１）。 然而，婚前同居不同于普通的同居行

为，作为婚姻的准备或过渡阶段，婚前同居事实上是婚姻的有机组成部分（Ｔｅａｃｈｍａｎ，２００３），
对其后的婚姻稳定性发挥重要作用。

目前少数讨论婚前同居和婚姻稳定性关系的国内研究，一般将婚前同居与结婚时间、结
婚年龄、婚内生育等其他变量统一纳入回归模型，讨论可能会导致婚姻解体的因素，并基本认

为婚前同居增加了离婚风险（彭大松、陈友华，２０１６；梁同贵，２０１７）；抑或着重检验与识别婚

前同居的自选择效应，强调是自选择效应主导了婚前同居和婚姻稳定性之间的负向关系



　 １ 期 陆杰华　 谷俞辰　 中国居民婚前同居对初婚稳定性的作用机制 １２１　　

（刘玉萍等，２０１９；郭郡郡等，２０１８）。 基于此，本研究尝试在理论对话和数据基础层面做出一

定探索：一方面，国外学界对婚前同居与婚姻稳定性关系的各种假说尚未形成统一结论，而国

内学界对这一领域的关注相对较少，本研究旨在统一讨论与检验试婚假说、经历假说、选择假

说和扩散假说在中国语境下的学理解释力；另一方面，本研究使用 ２０１０～ ２０２２ 年间多期中国

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进行分析，通过纳入最新一轮的调查结果，能够观测更晚出生队列的婚前

同居和婚姻稳定性情况，亦可对同居行为的扩散及相关的扩散假说进行更准确的检验。

３　 研究设计

３．１　 研究假设与分析框架

本研究试图通过实证分析，检验在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下，国外学界针对婚前同居与婚

姻稳定性关系提出的试婚假说、经历假说、选择假说和扩散假说的解释机制是否适用。 为此，
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１：婚前同居会提高离婚风险，降低初婚稳定性。
假设 ２：在婚前同居作用于初婚稳定性的过程中，婚前同居存在自选择效应，剔除自选择

效应后，其对初婚稳定性的影响降低甚至消失。
假设 ３：在不同的社会条件和文化环境下，婚前同居对初婚稳定性的影响存在差异，即婚

前同居对初婚稳定性的作用受到其文化意涵与普及程度的调节。
假设 ３．１：随着婚前同居行为日益扩散，相比于较早的出生队列，婚前同居更可能对较晚

出生队列的初婚稳定性发挥积极作用。
假设 ３．２：相比于教育水平较低的群体，婚前同居行为在高教育水平群体中更加常见，且

更可能对其初婚稳定性发挥积极作用。
由于社会调查数据只能观察到个体在接受访问时是否发生初婚解体，对于截至调查时初

婚在婚的样本，无法观测到其婚姻持续时间，此时计算得到的初婚存续期属于“截尾”数据，
传统回归方法不再适用，因此本研究采用事件史分析中常用的 Ｃoｘ 比例风险回归模型检验婚

前同居与初婚稳定性的关系。 与其他模型相比，Ｃoｘ 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对基线风险函数没有

分布上的限制，且能够纳入更多的样本信息，可有效提高系数估计的准确性与稳健性（彭大

松、陈友华，２０１６）。 借助 Ｃoｘ 比例风险回归模型，能够将终点事件（初婚离婚）的出现与否和

发生终点事件所经历的时间（初婚存续期）结合起来，并能以此分析婚前同居在其中的具体作

用机制，而对于截至调查时仍处于初婚在婚状态的个体，对其做右删失处理。 本研究 Ｃoｘ 比例

风险回归模型的表达式为：

ｌｎｈ（ ｔ） ＝ ｌｎｈ０（ ｔ） ＋ β·Ｃｏｈａｂｉｔａｔｉｏｎ ＋ ∑βｉＸｉ

其中，ｔ 为初婚存续期，ｈ（ ｔ）为初婚存续期 ｔ 处与解释变量相关的离婚风险函数，ｈ０（ ｔ）为
基线风险函数，Ｃｏｈａｂｉｔａｔｉｏｎ 为本研究所关注的婚前同居变量，Ｘｉ 表示一系列可能影响个体离

婚风险的控制变量，β 和 βｉ 分别为婚前同居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 若 β 或 βｉ 大于 ０，
则表示该变量会增加离婚风险，对应的风险比将大于 １；反之，则表示该变量对初婚起保护作

用，对应的风险比将小于 １。
基于事件史分析方法，本研究的基本框架为：首先，借助分样本 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 生存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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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化地观察我国居民离婚风险随初婚持续时间推移的变化趋势，比较婚前同居和未同居样

本的初婚生存率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其次，采用 Ｃoｘ 比例风险回归模型，探究婚前同居对初婚

稳定性的具体影响，检验试婚假说和经历假说在中国语境下的适用性；再次，基于倾向得分匹

配结果，对样本进行加权 Ｃoｘ 比例风险回归，检验选择假说所关注的群体自选择效应是否存

在；最后，考虑到在更晚的出生队列和高教育水平的群体中，婚前同居的普及程度更高，外部

文化约束的放松可能会改变婚前同居对初婚稳定性的作用机制，本研究进一步设定婚前同居

变量与出生队列变量、教育水平变量的交互项，对扩散假说的调节效应进行检验（见图 １）。

图 １　 本研究分析框架示意图

Ｆｉｇｕｒｅ 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oｆ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婚前同居

初婚稳定性

Cox比例风险回归

试婚假说

经历假说

倾向得分匹配
加权Cox比例风险回归

选择假说

交互项回归扩散假说
是否
离婚

初婚
存续期

　 　 资料来源：作者自行绘制。

３．２　 数据来源与变量设置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 ＩＳＳＳ）主持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ｈｉｎａ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ａｎｅ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ＣＦＰＳ）项目。 自 ２０１０ 年基线调查以来，ＣＦＰＳ 已经完成 ６ 次追踪

调查，跟踪收集个体、家庭、社区 ３ 个层次的数据，样本覆盖除港澳台地区以及新疆、西藏、青
海、内蒙古、宁夏和海南之外的 ２５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可近似视为有全国代表性的样本。
本研究选取 ＣＦＰＳ 调查 ２０１０～２０２２ 年的个人自答问卷和家庭成员问卷数据展开分析，并保留

年龄大于法定婚龄（男性 ２２ 周岁、女性 ２０ 周岁）的样本。
根据已有研究，婚前同居对初婚者和再婚者具有不同的含义和影响（Ｓｍoｃｋ，２０００），本研

究仅对初婚群体的婚前同居和婚姻解体情况进行分析，不关注与非初婚配偶同居（后续并未

进入婚姻关系）的情况，且只考虑因离婚导致的初婚解体，因丧偶导致的初婚解体、再婚的婚

姻解体①等情况不在本研究考察的范围内。 因此，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个体是否经历初次婚

姻的离婚事件，以及初婚的持续时间，核心解释变量为样本是否存在婚前同居行为。 参照以往

有关初婚稳定性的文献，本研究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个体的性别、户口、年龄、民族、城乡、地区

等人口学特征变量，以及教育水平、党员身份、宗教信仰等社会经济特征变量。 同时，考虑到配

偶因素可能会影响初婚的婚姻质量和持续时间（刘昊，２０１９），本研究进一步将初婚配偶的择偶

① 后文中的“离婚”均针对样本的初次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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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径、年龄匹配以及婚内生育的情况纳入考察。 本研究使用个案剔除法（Ｌｉｓｔｗｉｓｅ Ｄｅｌｅｔｉoｎ）①处

理各变量缺失值，最终得到 １２７０７ 个有效样本。 各变量的操作化和分布情况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变量描述性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oｆ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变量名称 变量单位与赋值 均值（标准差） ／ 百分比

被解释变量

　 初婚状态 在婚＝ ０；离婚＝ １ ７．６１％
　 初婚持续时间 单位：年 ２７．９１（１４．０４）
核心解释变量

　 婚前同居 无＝ ０；有＝ １ １３．１７％
控制变量

　 性别 女性＝ ０；男性＝ １ ４８．７２％
　 户口 农业户口＝ ０；非农户口＝ １ ２９．９７％
　 年龄 单位：岁 ５２．９４（１２．８４）
　 民族 少数民族＝ ０；汉族＝ １ ９２．６５％
　 城乡 农村＝ ０；城镇＝ １ ５２．４１％
　 地区 西部＝ １ ２７．１４％

中部＝ ２ ２６．１３％
东部＝ ３ ３２．００％
东北＝ ４ １４．７３％

　 教育水平 小学及以下＝ １ ４３．２６％
初中＝ ２ ３２．３０％
高中 ／ 中专 ／ 技校 ／ 职高＝ ３ １３．８５％
大专及以上＝ ４ １０．５９％

　 党员身份 非党员＝ ０；党员＝ １ ７．５５％
　 宗教信仰 无＝ ０；有＝ １ ３．０７％
　 择偶途径 介绍认识＝ ０；自己认识＝ １ ２５．６２％
　 年龄匹配 非同龄婚＝ ０；同龄婚＝ １ ６２．１６％
　 婚内生育 无＝ ０；有＝ １ ８５．２１％

　 　 资料来源：根据 ２０１０ ～ ２０２２ 年 ＣＦＰＳ 数据计算整理得到。 后文图表

资料来源同表 １。

４　 婚前同居对初婚稳定性的作用机制

基于终点事件（初婚离婚）和发生时间（初婚存续期）绘制的分样本 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 生存曲

线（见图 ２）显示，随着初婚持续时间的延长，人们初婚解体的风险逐渐上升。 不过，有过婚前

同居经历的个体的初婚生存曲线更加陡峭，即初婚生存率随初婚持续时间的推移呈快速下降

趋势。 具体而言，当初婚持续时间在 ２０ 年以内时，随着婚姻存续期的延长，有婚前同居经历

的个体初婚生存率的降幅明显更大，而没有婚前同居经历的个体初婚生存率的下降态势更加

① 若任一变量含有缺失数据，则将相对应个案从分析样本中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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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缓。 当初婚持续时间超过 ３５ 年后，有婚前同居经历的个体初婚生存率稳定在 ８７％左右，没
有婚前同居经历的个体初婚生存率稳定在 ９３％附近。

图 ２　 分婚前同居情况的初婚生存率变化趋势（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 生存曲线）
Ｆｉｇｕｒｅ ２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Ｃｕｒｖｅｓ oｆ Ｆｉｒｓｔ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ｂｙ Ｓｕｂ⁃ｓａｍｐｌｅｓ （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 Ｍｅｔｈo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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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对试婚假说和经历假说的检验

本研究使用 Ｃoｘ 比例风险回归模型，考察婚前同居与初婚稳定性的关系。 从全样本平均效

应的角度看（见表 ２ 列（１）），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婚前同居与初婚稳定性表现为负向关

联，即有过婚前同居经历的个体，离婚风险显著更高。 由于性别、户口变量未通过比例风险假设

检验，故本研究进一步以二者为标准进行分层 Ｃoｘ 回归①，并重新估计了回归模型，估计结果如

表 ２ 列（２）所示。 从中能够看出，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婚前同居与初婚稳定性仍表现为负相关，
且相比于婚前未同居的个体，婚前同居个体的离婚风险比上升了 ５７％，这与西方国家实证研究

的发现类似（Ａｘｉｎｎ 和 Ｂａｒｂｅｒ，１９９７；Ｄｕｓｈ 等，２００３）。 我国居民婚前同居与离婚风险之间的正向关

系说明，在我国，婚前同居对初婚稳定性的作用更符合经历假说而非试婚假说，假设 １得到验证。
各控制变量与初婚稳定性的关系基本与现有相关研究所得结论类似，例如，低教育水平

的年轻城市居民的初婚稳定性更低（梁同贵，２０１７）。 我国居民的初婚稳定性还存在一定的

区域差异，东北地区居民的离婚风险比高达西部地区居民的 １．９９ 倍，这可能与不同地区的婚

姻观念、家庭模式、性别关系等因素有关，东北地区具有特殊的社会文化和民族构成，以及较

大的人口流动规模，故离婚率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 同时，配偶作为婚姻当事人，是影响离婚

风险的重要因素，择偶途径为自己认识的情况更容易导致离婚，而与伴侣年龄相近、生育过子

女的样本，初婚稳定性更高。

① 分层 Ｃoｘ 回归假定系数在各个分层间相同，但每个分层有不同的基线风险函数，将协变量放入模

型进行系数估计后（分层变量不再进入模型），再计算不同分层的风险比或生存率，而在常规的

Ｃoｘ 回归中，各个分层的基线风险函数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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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Ｃｏｘ 比例风险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２　 Ｒｅｓｕｌｔｓ oｆ Ｃoｘ Ｐｒoｐoｒｔｉoｎａｌ Ｈａｚａｒｄｓ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oｎ Ｍoｄｅｌ

变量
未分层
（１）

按性别、户口分层
（２）

婚前同居（参照组＝无） 　 １．５７∗∗∗ 　 １．５７∗∗∗

（０．１６） （０．１６）
性别（参照组＝女性） １．１０

（０．０８）
户口（参照组＝农业户口） ２．９２∗∗∗

（０．２６）
年龄 ０．９９∗ ０．９９∗

（０．００） （０．００）
民族（参照组＝少数民族） ０．８５ ０．８５

（０．１１） （０．１１）
城乡（参照组＝农村） １．４９∗∗∗ １．４９∗∗∗

（０．１３） （０．１３）
地区（参照组＝西部）
　 中部 ０．９１ ０．９１

（０．１１） （０．１０）
　 东部 ０．９２ ０．９２

（０．１０） （０．１０）
　 东北 １．９８∗∗∗ １．９９∗∗∗

（０．２１） （０．２２）
教育水平（参照组＝小学及以下）
　 初中 ０．３８∗∗∗ ０．３７∗∗∗

（０．０４） （０．０３）
　 高中 ／ 中专 ／ 技校 ／ 职高 ０．２１∗∗ ０．２１∗∗∗

（０．０３） （０．０３）
　 大专及以上 ０．１２∗∗∗ ０．１３∗∗∗

（０．０２） （０．０２）

党员身份（参照组＝非党员） １．４１ １．４３
（０．０９） （０．２２）

宗教信仰（参照组＝无） ０．４４∗∗ ０．４４∗∗

（０．１３） （０．１３）
择偶途径（参照组＝介绍认识） １．１５∗ １．１５∗

（０．１０） （０．１０）
年龄匹配（参照组＝非同龄婚） ０．８４∗∗ ０．８４∗∗

（０．０６） （０．０６）
婚内生育（参照组＝无） ０．４１∗∗∗ ０．４０∗∗∗

（０．０３） （０．０３）
－２ＬＬ －６０４７．４４ －５００２．５８

　 　 注：①∗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０１，后表同。 ②括号内数据为

标准误，后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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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对选择假说的检验

部分研究认为，有婚姻不稳定特质的个体更可能选择先同居后结婚，婚前同居与初婚稳

定性的负向关系来源于自选择效应而非同居行为本身（Ｌｉｌｌａｒｄ 等，１９９５）。 具体到中国的文化

语境下，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社会对婚前同居以及与之相关的婚前性行为的接受度较低，同
居者面临很大的观念约束和道德压力，这可能导致婚前同居行为具有较高的自选择性（郭郡

郡等，２０１８），即只有少部分反传统的个体才会选择婚前同居（刘玉萍等，２０１９）。 基于这一观

点，在讨论婚前同居对初婚稳定性的影响时，Ｃoｘ 比例风险回归模型中的各控制变量可能同

时与婚前同居和初婚状态相关。 为此，本研究借助倾向得分匹配方法（Ｐｒoｐｅｎｓｉｔｙ Ｓｃoｒｅ Ｍａｔｃ⁃
ｈｉｎｇ，ＰＳＭ）对同时影响婚前同居和初婚状态的变量进行样本匹配，并按照匹配结果进行加权

Ｃoｘ 比例风险回归。 通过比较排除自选择效应前后关键解释变量风险比估计值的变化（Ｌｕ
等，２０１２），观测婚前同居对初婚稳定性的净效应，检验选择假说是否成立。

经过各控制变量与婚前同居、初婚状态的分别回归，本研究发现性别、年龄、城乡、地区、择
偶途径、年龄匹配同时对二者产生影响。 根据指示变量（婚前同居），本研究将样本分为处理组

（婚前同居者）和控制组（婚前未同居者），并基于以上变量，对样本进行 １ ∶ １ 近邻匹配，以尽可

能剔除处理组和控制组在各变量维度上的差异。 图 ３ 展示了样本匹配前后各变量标准化均值

差的变化情况，可以发现在匹配前，婚前同居者和未同居者在性别、年龄、城乡、地区、择偶途径、
年龄匹配方面具有明显差异，但匹配后二者在这些变量维度上的分化不再显著。

图 ３　 样本匹配前后各变量标准化均值差的变化

Ｆｉｇｕｒｅ ３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Ｍｅａ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ＭＤ）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ｂｅｆo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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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ＰＳＭ 匹配结果，本研究进一步采用逆处理概率加权法 （ Ｉｎｖｅｒｓｅ Ｐｒo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o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Ｗｅｉｇｈｔｉｎｇ，ＩＰＴＷ）①，对样本进行加权 Ｃoｘ 比例风险回归，结果基本可视为排除选择

性变量影响后的估计值。 如表 ３ 所示，当自选择效应被剔除后，婚前同居与离婚风险之间仍

呈现正向关系，但婚前同居变量的风险比估计值有所下降，婚前同居者的离婚风险比为未同

① 该方法利用倾向值估计结果计算权重，并据此对各观察单位加权生成一个虚拟的标准人群，在该

人群中，处理组和控制组样本的混杂因素趋于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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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者的 １．４３ 倍，假设 ２ 得到部分验证。 这一结果可视为婚前同居对初婚稳定性的净影响，说
明即使在剔除样本的自选择效应后，婚前同居对初婚稳定性的负面作用仍然存在。 该发现与

西方国家部分研究的基本结论不同（Ｂooｔｈ 和 Ｊoｈｎｓoｎ，１９８８；Ｄｅ Ｖａｕｓ 等，２００３），后者多认为自

选择效应是婚前同居对初婚稳定性产生消极影响的主要原因。 这可能是因为中国社会与西

方社会在同居行为上呈现差异化特征，中国语境下同居的表现形式多为婚前同居（Ｐｒｅｍａｒｉｔａｌ
Ｃoｈａｂｉｔａｔｉoｎ）而非非婚同居（Ｎoｎｍａｒｉｔａｌ Ｃoｈａｂｉｔａｔｉoｎ），即同居是婚姻的预备或过渡阶段。 在

这一条件下，即使同居的双方不合适，其也可能因为同居惯性或社会期待而进入婚姻关系

（Ｓｔａｎｌｅｙ 等，２００６），并影响后续的婚姻质量。 因此，在剔除自选择效应后，我国居民的婚前同

居行为仍明确导向更高的离婚风险。

表 ３　 加权 Ｃｏｘ 比例风险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３　 Ｒｅｓｕｌｔｓ oｆ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Ｃoｘ Ｐｒoｐoｒｔｉoｎａｌ Ｈａｚａｒｄｓ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oｎ Ｍoｄｅｌ

变量 未分层 按性别、户口分层

婚前同居（参照组＝无） １．４３∗∗ １．４３∗∗

（０．２０） （０．２０）
性别（参照组＝女性） １．２８∗

（０．１９）
户口（参照组＝农业户口） ２．８１∗∗∗

（０．４８）
其他变量 控制 控制

－２ＬＬ －２２６２．２１ －１８３２．９３

４．３　 基于调节效应的扩散假说检验

在试婚假说、经历假说、选择假说之外，扩散假说强调，婚前同居对初婚稳定性发挥积极

作用还是消极作用，取决于特定历史条件和文化环境下同居行为的普及程度（Ｌｉｅｆｂｒoｅｒ 和

Ｄoｕｒｌｅｉｊｎ，２００６）。 当同居的行为内涵随社会情境变迁而发生转变时，其对初婚稳定性的作用

机制也会发生变化（Ｍａｎｎｉｎｇ 和 Ｃoｈｅｎ，２０１２）。
扩散假说为经历剧烈变革的中国社会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 改革开放前，在家庭和社

会的道德约束之外，个人行为还受到公社或单位的管理，婚前同居普遍被视为性越轨甚至是

非法行为（於嘉、谢宇，２０１７），很大程度上被污名化。 同居者不仅要承受社会谴责，甚至还会

被法律惩处。 改革开放后，我国快速的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使得人口流动愈发频繁，熟人社

会关系逐渐转变为非固定的、持续变动的关系（郝立、任远，２０２１），《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也经历了 １９８０ 年和 ２００１ 年两次重大修订（彭大松、陈友华，２０１６），传统婚姻家庭模式对个体

的束缚被削弱，人们的恋爱和婚姻观念日益开放。 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传入，有关性、婚姻、家庭的社会规范开始发生重大转变，同居行为日益扩散并为越来越多的

人所接受（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７）。
不过，同居行为的扩散并不是无差别发生的，不同群体因所处社会环境不同，对同居这一

生活方式的接触和接受程度相异，其婚前同居行为相应也具有不同的文化意涵和普及程度。
表 ４ 显示，在我国，不同出生队列的人群面临着不同的社会规范，有着不同的婚姻观念，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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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５０ 后及以前的出生队列，年轻的人口队列，尤其是出生在改革开放后的队列（８０ 后及以后

的出生队列），受到的婚育约束更小，同居行为也更加常见，婚前同居比例从 ２．３６％上升到超

过 ３０％，平均婚前同居时长也从 ８．７０ 个月上升到 １１．１９ 个月。 此外，高教育水平的群体对现

代化两性关系的了解更深、认知更强，更易形成非传统的婚育模式（於嘉、谢宇，２０１７）。 在教

育水平为小学及以下的样本中，有过婚前同居行为的个体占比仅为 ７．７３％，平均婚前同居时

长仅为 ９．４３ 个月，对接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样本而言，婚前同居比例和平均婚前同居时长

则分别提升至 ２６．７５％和 １０．４８ 个月。

表 ４　 不同出生队列、教育水平样本的婚前同居比例及平均时长

Ｔａｂｌｅ ４　 Ｐｒｅｍａｒｉｔａｌ Ｃoｈａｂｉｔａｔｉo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Ｄｕｒａｔｉoｎ ｂｙ Ｂｉｒｔｈ Ｃoｈoｒｔ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oｎａｌ Ｌｅｖｅｌ

群体
婚前同居
比例（％）

平均婚前同居
时长（月）

全体样本 １３．１７ ９．７５
出生队列

　 ５０ 后及以前 ２．３６ ８．７０
　 ６０ 后 ５．４７ ９．４７
　 ７０ 后 １５．１３ ９．８２
　 ８０ 后及以后 ３１．００ １１．１９
教育水平

　 小学及以下 ７．７３ ９．４３
　 初中 １４．３５ ９．５１
　 高中 ／ 中专 ／ 技校 ／ 职高 １６．９９ ９．８７
　 大专及以上 ２６．７５ １０．４８

　 　 注：婚前同居时长仅对有效回答进行统计。

依据扩散假说的观点，婚前同居的普及程度会影响其作用于初婚稳定性的方式。 为此，
本研究就出生队列和教育水平的调节效应展开分析。 在 Ｃoｘ 比例风险回归模型中纳入婚前

同居和出生队列、婚前同居和教育水平的交互项后（见表 ５），发现相较于 ５０ 后及以前的出生

队列，婚前同居对离婚风险的正向作用在 ８０ 后及以后的出生队列中有所下降；教育水平方

面，相比于教育水平为小学及以下的群体，在接受过高中 ／ 中专 ／ 技校 ／ 职高和大专及以上教育

的群体中，婚前同居对初婚稳定性的消极影响同样有所削弱。 假设 ３．１ 和假设 ３．２ 得到部分

验证，即尽管在中国语境下，婚前同居仍主要表现为对初婚稳定性存在消极影响，但受到同居

普及程度的调节，这一消极影响在不同群体中的大小存在差异。 在 ８０ 后及以后和接受过高

中及以上教育的群体中，外部环境的观念约束减弱，这些群体对同居行为的接受度越来越高，
婚前同居对其离婚风险的正效应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Ｒｅｉｎｈoｌｄ，２０１０；Ｍｕ，２０２４）。

可见，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所提出的亚洲社会“文化约束”在婚前同居和离婚风险的相

关关系上有所体现，并发挥显著的调节作用。 我国正处于同居行为快速扩散的进程中，可以

推测，当同居被社会广泛接受、同居者面临的婚姻压力不断减小时，个体不再会迫于社会期待

而与不匹配的伴侣建立婚姻关系，而是在充分收集信息、互动磨合的基础上，与合适的伴侣进

入婚姻，婚前同居和离婚风险也将不再显著正相关，或是更多地表现为婚前同居通过试婚功

能等作用机制降低离婚风险（Ｈｅｗｉｔｔ 和 Ｄｅ Ｖａｕｓ，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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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队列和教育因素调节下婚前同居对初婚稳定性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５　 Ｉｍｐａｃｔ oｆ Ｐｒｅｍａｒｉｔａｌ Ｃoｈａｂｉｔａｔｉoｎ o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oｆ Ｆｉｒｓｔ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ｗｉｔｈ
Ｂｉｒｔｈ Ｃoｈoｒｔｓ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oｎａｌ Ｌｅｖｅｌｓ ａｓ Ｍoｄｅｒａｔoｒｓ

变量 未分层 按性别、户口分层

队列调节效应

婚前同居（参照组＝无） ２．５５∗∗ ２．６４∗∗∗

（０．７７） （０．７９）
出生队列（参照组＝５０ 后及以前）
　 ６０ 后 １．８４∗∗∗ １．８５∗∗∗

（０．３１） （０．３１）
　 ７０ 后 ２．８３∗∗∗ ２．８２∗∗∗

（０．６８） （０．６８）
　 ８０ 后及以后 ２．１０∗∗ ２．０７∗∗

（０．７６） （０．７５）
婚前同居×６０ 后 ０．７０ ０．６７

（０．２６） （０．２５）
婚前同居×７０ 后 ０．６４ ０．６１

（０．２２） （０．２１）
婚前同居×８０ 后及以后 ０．５１∗∗ ０．４９∗∗

（０．１８） （０．１８）
其他变量 控制 控制

－２ＬＬ －６０２１．１９ －４９７５．７９
教育调节效应

婚前同居（参照组＝无） ２．０３∗∗∗ １．９９∗∗∗

（０．３１） （０．３２）
教育水平（参照组＝小学及以下）
　 初中 ０．４１∗∗∗ ０．４０∗∗∗

（０．０４） （０．０４）
　 高中 ／ 中专 ／ 技校 ／ 职高 ０．２３∗∗∗ ０．２３∗∗∗

（０．０４） （０．０４）
　 大专及以上 ０．１６∗∗∗ ０．１６∗∗∗

（０．０３） （０．０３）
婚前同居×初中 ０．６４ ０．６６

（０．１４） （０．１５）
婚前同居×高中 ／ 中专 ／ 技校 ／ 职高 ０．６３∗∗ ０．６６∗∗

（０．２２） （０．２２）
婚前同居×大专及以上 ０．３７∗∗ ０．３９∗∗

（０．１５） （０．１６）
其他变量 控制 控制

－２ＬＬ －６０４２．６１ －４９９８．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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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论与讨论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同居率和离婚率持续攀升，二者基本一致的变动趋势表明我国正在

经历一场与西方国家第二次人口转变非常类似的婚姻家庭变迁。 本研究基于 ２０１０～ ２０２２ 年

ＣＦＰＳ 数据，采用 Ｃoｘ 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居民婚前同居与初婚稳定性之间的

关系，并检验了试婚假说、经历假说、选择假说、扩散假说在中国语境下的解释力。 主要研究

结论如下：
第一，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条件下，婚前同居显著提高了我国居民的离婚风险。 这证实了

经历假说的基本观点，即婚前同居经历通过淡化道德承诺和契约责任，改变了个体对两性关

系和婚姻制度的认知与态度（Ａｘｉｎｎ 和 Ｂａｒｂｅｒ，１９９７），使其对正式婚姻的神圣性祛魅，不再追

求婚姻关系的制度化身份，从而导致初婚稳定性下降（Ｃoｈａｎ 和 Ｋｌｅｉｎｂａｕｍ，２００２）。
第二，剔除自选择效应后，在我国，婚前同居仍明确导向更高的离婚风险。 相较于西方社

会，我国居民的同居行为更多地指向婚姻关系，尽管同居者“自带”的某些特质在一定程度上

增加了离婚风险，但婚前同居本身是初婚稳定性更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即在中国语境下，经历

假说的解释力比选择假说更强（Ｂｅｒｒｉｎｇｔoｎ 和 Ｄｉａｍoｎｄ，１９９９；Ｄｕｓｈ 等，２００３）。
第三，就出生队列和教育水平的调节效应而言，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和第二次人

口转变的推进，婚前同居行为在更晚出生队列和高教育水平群体中日益普遍（於嘉、谢宇，
２０１７）。 受此影响，婚前同居对初婚稳定性的作用机制表现出更加鲜明的群体差异，在 ８０ 后

及以后和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群体中，婚前同居对离婚风险的正效应在一定程度上被

削弱。
综上所述，目前婚前同居对我国居民初婚稳定性仍主要发挥经历假说下的负面作用。 不

过，对扩散假说的检验结果展现出我国鲜明的转型期特征：婚前同居对初婚稳定性的影响受

到前者在不同群体中差异化普及程度的调节，这也是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在亚洲社会特殊性

中所强调的“文化约束”问题。 未来随着我国年轻群体婚恋观念、性道德和性行为的深刻转

变，以及教育机会（尤其是高等教育机会）的迅速普及，婚前同居所面临的观念约束将会逐渐

放松。 当婚前同居被视为一种自由选择时，伴侣双方能够基于同居体验来判断是否进入婚姻

关系，婚前同居对婚姻维系的积极作用将有所凸显，更加有利于婚姻（尤其是初婚）的健康和

稳定（Ｍａｎｎｉｎｇ 和 Ｃoｈｅｎ，２０１２）。 不过，本研究仅关注了初婚群体的婚前同居和离婚事件，回
归结果和基本结论难以推广到非婚同居或再婚离婚等其他情况，为更好地理解改革开放后我

国居民同居与离婚之间的复杂关系，未来需要对其他性质的同居行为和婚姻关系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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